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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傳染病防治機制概況 

摘要 

兩岸地緣接近，人員往來密切，中國大陸一旦爆發重大傳染病疫情，臺灣

即籠罩於疫病傳播擴及的巨大風險之中。本研究以文獻蒐集、專訪及召開專家

會議三種方式進行，分析中國大陸傳染病防治制度沿革、兩岸重要傳染病歷史

回顧、中國大陸 COVID-19 防疫作為及其成效與國際針對中國大陸傳染病防治

及其 COVID-19應變之研析。 

中國大陸的衛生行政組織體系可分為四級，由中央至地方分別為國家級、

省級（含自治區、直轄市）、地市級與區縣級，鄉（鎮）通常不設置獨立的衛生

行政部門。依其政策的波動走向與發布時間，大致可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服務

制度的發展分為四個主要時期：（一）1949 至 1978 年「福利性基層公共衛生服

務制度確立時期」、（二）1979至 2002年「公共衛生服務差異化與分散化發展時

期」、（三）2003至 2008年「公益性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全面建設時期」及（四）

2009年至今「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到健康中國戰略時期」。 

目前，中國大陸有 11 部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之衛生法律和 38 項國務

院頒布的衛生行政法規。本研究先針對傳染病相關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

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由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於 2010年 12月 21日簽訂的《海峽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進行研析。 

近五年（2016至 2020年）中國大陸甲乙類法定傳染病發病數前 5名依次為

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淋病和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死亡數前 5 名依

次為愛滋病、肺結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毒性肝炎和狂犬病。而臺灣近五

年法定傳染病發病數前 5 名依序為：梅毒、結核病、淋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及流感併發重症；其中肺結核、梅毒、淋病與中國大陸重疊，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結核病更是中國大陸近五年甲乙類法定傳染病死亡數排名前 2 位

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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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傳染病的統計中可見，當新興傳染病出現時，對兩岸的衛生安全必

定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又特別聚焦於在面臨 2003年的 SARS、2013年的 H7N9

以及 2019年開始盛行的 COVID-19時，中國對於疾病的防治模式，從偵測與通

報上，可見中國的反應速度有提升，但是通報上，雖說中國通報速度有進步，

但在 COVID-19時，儘管 2019年 12月 3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就已對其國

內發出緊急通知，因而為 WHO、臺灣等單位所注意並通報，但中國卻遲至 2020

年 1月 3日才在 WHO的主動要求下提供相關資訊，並承認武漢發現「不明原因

的病毒性肺炎」。 

中國大陸官方在防疫執行相當嚴格，幾乎可以完全落實其發布之政策。然

而過於嚴格之措施，也是會引起許多抱怨，加上中國大陸在防疫上的措施偏向

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錯放一個的心態，因此產生了許多既無效又反人情的極端

防疫政策，也招致了廣泛的批評。至於中國大陸對於疫情糾結在全面清零，沒

有想與病毒共存的打算，有專家認為在連帶引起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大陸

能夠顯示其治理能力及正當性的就只有控制疫情。 

若由國際的角度，尤其是國際學術期刊來討論中國大陸傳染病防治，中國

大陸學者所產出與中國大陸官方立場相近的研究正在逐漸蠶食該學術領域的話

語權，以 COVID-19 尤為明顯。SARS-CoV-2 起源自中國大陸應無疑問，「自然

發生或人畜共通」及「實驗室相關」為最主要的兩種假說，動物宿主、中間宿

主為何仍未知。 

自 SARS 以降，全球意識到有效的大流行應對取決於政府的強制性行動，

然而這些行動常不受人民歡迎甚至導致反抗，在民主社會中實施困難重重；這

當然不表示面對傳染病爆發（或其他危機）時民主社會注定失敗或集權體制定

會成功，包括資訊透明度、民眾對政府或對媒體資訊的信任等民主社會的優勢

亦是傳染病防治重要元素之一，但由於中國大陸與歐美等民主國家在政府體制

上的根本差異，也使得雙方在全球衛生安全領域的競合不僅止於科學、技術，

更攸關意識形態，甚或國家安全；這樣的對比和衝突，在 COVID-19 下更是有

增無減，顯而易見。 


